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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也对经济主体的行为

和决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分析数字环境下经济行为与决策的新兴学

科，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本文介绍了数字行为经济学的内涵与发展领域，继而探

讨了数字经济行为区别于传统经济行为的新模式，以及数字技术赋予经济主体决策制定的新范

式；其次，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应用给经济主体决策带来的新问题，如数字鸿沟、隐私、伦理等；最

后，本文展望了数字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以及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并讨论了数字行为

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和经济实践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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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起源于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挑战，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个体行为的心理机制和偏差

（Kahneman &Tversky， 1979；Kahneman， 1997）。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人们的经济

行为和决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字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Levy & Marshall（1995）探讨了人们在

数字环境下的行为特征。Acemoglu & Autor（2011）研究了数字技术对企业用工方式的影响。Camerer
（2018）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与行为经济学的相互作用，拓展了数字行为经济学的内涵。Metallo et al.
（2021）通过探讨数字技术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提出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在消费、投资、金融、医疗等

各个领域的行为。Evgrafova et al.（2022）指出数字技术与行为经济学的融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

趋势。

Puaschunder（2021）提出了数字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并将数字技术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机制、数字

技术如何优化个体决策、数字不平等、数字隐私与伦理等内容纳入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

本文在其工作基础上，整理收集最新的数字行为经济学研究文献，对其研究框架进行补充与完善，有

助于国内学者拓宽新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

一、数字行为经济学的内涵与发展

（一）内涵界定与研究内容

根据 Puaschunder（2021）的定义，数字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结合了行为经济学、数据科学等理论和

方法的交叉学科，研究数字技术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在数字环境中优化

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消费者、投资

者、企业、政府、劳动者、医疗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数字行为经济学的应用场景包括大数据、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区块链、自然语言处理等。关于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学者们的研究和论述主

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人们的偏好、信念、态度和行为。Lee（1993）研究了互联网环境下的从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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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现互联网上的评论信息会使人们更加倾向于跟随多数人或权威人士的选择。Thaler（1999）提

出，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披露，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产品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

进行评估和决策。但企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和行为轨迹可能威胁到人们的隐

私和信息安全。出于对隐私泄露的担忧，用户也会主动了解隐私保护政策并要求平台减少隐私侵犯

行为，同时强化隐私安全设置，防止第三方过度收集个人信息（Acquisti，2016）。

2. 数字技术作为“增益装置”如何弥补人类的决策限制和不足。数字技术在数据采集、分析和预

测方面有超越人类的能力，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的决策质量和效率。Meehl（1954）将统计预测与人类

判断的准确性进行比较发现，基于大数据统计模型的预测表现优于普通临床医生的判断。后续的研

究也证实，只有少数临床医生能够超越统计模型（Bigman et al.，2021）。数字技术通过分析大量的数

据和模型，识别并纠正了人类的认知偏误。Dawes（1971）利用统计分析预测了研究生入学表现，辅

助研究生招生委员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二）发展领域

近年来，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和应用领域。根据数

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功能，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消费领域。数字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选择和便利，影响消费者的偏好、预算、需求

和满意度。在线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消费行为、社交关系、地理位置等多方面数据，为用户打造

个性化的“画像”，推荐最符合用户需求和喜好的商品或服务，让用户体验到量身定制的消费乐趣

（Bonatti & Cisternas， 2020）。企业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时感知消费者的情绪和反馈，针对性地改

进产品的功能、界面、内容等，提高了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Baik & Larson， 2023）。数字支付和

电子商务的普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购物方式和更良好的购物体验（Chun et al.， 2023）。

2. 投资领域。数字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充分的数据和决策依据，影响投资者的信念、预期、风

险和收益。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技术，投资者能够深入洞察未来市场的趋势、风险和机

遇，提高投资回报（Mathevet et al.， 2020）。在量化投资和证券交易等领域，智能代理、机器顾问等技

术能够基于海量数据和大模型计算，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的投资建议和组合分配策略，帮助投资者

在复杂和具有不确定性的投资环境中做出更理性和有效的决策（Back et al.， 2023）。

3. 金融领域。数字技术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衍生产品和服务，影响金融的供给、

需求、稳定和效率。区块链技术为金融机构创造了数字货币、代币化融资等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拓

展了可供选择的机会（Schilling & Uhlig， 2019）。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分析、神经网络算法等技术，

收集和处理海量的金融交易数据，构建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模型，提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

能力和资本利用效率（Beck et al.， 2018）。

4. 政务领域。数字技术为政府提供更高效的治理和服务手段，影响政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信

力。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政府的信息披露水平，也增强了公民对政府的监督能力（Guriev et 
al.， 2021）。政府借助社交媒体等舆论监督，更好地了解和满足公众的需求，优化政策制定的质量

（Zhuravskaya et al.， 2020）。此外，电子政务服务可以帮助政府提高服务效率，简化办事流程，为公

众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Beraja et al.， 2023）。

5. 劳动力市场。数字技术为劳动者和雇主提供更多的选择，影响劳动的供给、需求、匹配和效率。

平台经济让人们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就业，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Fumagalli et al.， 2022）。劳动

者通过在线平台能够灵活地提供技能和服务，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不仅提高了劳动供需的匹配效

率，而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Brynjolfsson et al.， 2023）。

6. 医疗领域。数字技术为医生诊疗和病人监测提供新的参考，影响医疗的质量、效率和公平。

机器学习算法不仅可以帮助医生提高诊断和治疗的精确度（Dorotic et al.， 2023），也可以在健康评

估、流行病学和药物研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Tayarani， 2020）。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医生可以更加

客观地做出决策，减少有偏见的情况发生。这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Bigman 
—— 130



习明明 李婷：数字行为经济学研究进展

et al.， 2021）。

7. 智慧管理。数字技术为智慧管理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和手段，改变社会发展模式并提升人们

的生活质量。政府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城市数据，完善智能交通管理、智慧能源和环境监测等功

能，优化城市规划和资源管理（Beraja et al.， 2023）。学校利用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建

设智慧教室、智慧校园、智慧教育平台等设施，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教育服务与资源（Bettinger 
et al.， 2017）。

二、数字经济行为区别于传统经济行为的新模式

数字技术的崛起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与传统经济行为模式相比，数字技术在消

费、投资、生产、政务、社交等领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数字经济行为模式：

（一）行为数字助推

行为数字助推指利用用户界面设计元素引导人们在数字选择环境中做决定的行为。数字选择

环境指任何需要人们进行选择或判断的用户界面，包括网站、手机应用程序以及其他数字化的界面

（Weinmann et al.， 2016）。与线下环境一样，线上环境也没有采用中立的方式呈现选择，它通过有意

识地展示特定的选择助推人们做出决策（Thaler， 2018）。行为数字助推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数字平台。数字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根据用户经验数据推荐和展示信息，鼓励

用户采取特定行动，从而通过影响用户行为获取利润（Zuboff， 2023）。首先，平台通过用户界面设计

提高用户的留存和参与度。例如，游戏公司的战利品箱（Brooks & Clark，2019）、社交媒体平台上好

友动态推送（Braghieri et al.， 2022）和侵入式通知系统（Ichihashi & Kim， 2023）等；其次，平台对用户的

行为给予评价和激励，建立用户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摩擦。在线声誉系统为

其他消费者提供有用的购买前信息，帮助买卖双方建立联系和信任（Reimers & Waldfogel， 2021）；最

后，数字平台根据用户的交易数据和行为，为用户量身定制服务、产品或方案，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和偏好，降低用户搜索成本，提高用户与产品之间的匹配精度（Baik & Larson， 2023）。

2. 企业助推。企业通过营销广告促进产品和服务销售的过程中，基于用户数据进行个性化算法

定价，可以使得在线市场更接近一级价格歧视的理论场景（Acquisti et al.， 2016）。一方面，企业通过

与用户进行互动和沟通，增强用户之间的口碑传播效应，提高用户的忠诚度与满意度。线上零售商

为了在声誉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评级，会向用户提供经济激励以促使线上评论增加，而受到激励评论

影响的消费者可能做出次优选择（Fradkin & Holtz，2023）；另一方面，企业对不同的用户或用户群体

采用不同的价格策略，以最大化企业的利润。企业利用客户的数据量化预测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稳定

性等特征，并根据预测结果制定产品价格（Bonatti & Cisternas， 2020）。金融机构也会根据人们的网

上支付信用分决定折扣和存款豁免的资格（Garratt & Van Oordt， 2021）。

3. 政治助推。政治家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威望，操纵公众的信息和情绪，影响公

众的政治行为和决策。首先，政治家通过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等平台，向公众传播信息，影响公众的

政治认知和态度（Schaub & Morisi，2020）。但是，政治家也可能传播错误信息和假新闻，操纵舆论并

制造社会冲突（Allcott & Gentzkow，  2017； Zhuravskaya et al.， 2020）；其次，政治家在新闻报道中使

用有偏见或情绪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这些倾斜性的语言通过利用人们的认知

偏差和情绪效应，加大人们对某一政治派别或候选人的支持或反对（Djourelova， 2023）。许多党派

的新闻媒体通过使用正面或负面的词语，描述不同的政治事件或人物，影响公众的政治观点和投票

行为（Martin & Yurukoglu， 2017）；最后，政治家利用“社交机器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传播虚假信

息和扩大政治宣传，以获得舆论上的支持（Lazer et al.， 2018）。

（二）行为数字依赖

行为数字依赖指人们具有对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的依赖，以满足信息获取、交流、购物和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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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需求（Ichihashi & Kim， 2023）。行为数字依赖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 通信与社交。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数字通信工具可以满足个体的自我表达、归属、网络交往

等需求，也可以增加个体的社会参与。人们如今依赖这些数字技术来保持联系、分享信息和建立社

交关系（Braghieri et al.， 2022）。此外，人们更容易在网络社区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并借助信息通

信技术组织和协调抗议活动。García‑Jimeno et al.（2022）研究美国 19 世纪末期的禁酒运动发现，在

这个全国性的禁酒活动中，美国的电报和广播网络发挥了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Manacorda & 
Tesei（2020）通过研究非洲的政治运动发现，手机的使用可以促进政治运动的发生，尤其是在经济低

迷的时期。因为手机的使用能够让个体更加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也更能对他人的参与做出响应，进

而对经济低迷时期的政治抗议产生促进作用。

2. 信息获取与知识传播。数字技术带来信息爆炸式的增长，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新

闻网站、在线学习平台等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Guriev et al.， 2021）。偏远地区的人们通过数字设备

获得外部世界信息，从而改变生活态度以及行为方式（Jensen & Oster， 2009）。农民通过数字农业平

台获取市场信息以及农业推广建议，有助于克服他们在改良农业技术时所面临的认知障碍，同时使他

们更倾向于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化肥或种子（Fabregas et al.， 2019）。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电子书

籍、在线教程、视频课程等媒介传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Bettinger et al.， 2017）。

3. 购物与支付。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电子商务的兴起，人们可以通过在线商店、移动应用

和电子支付手段购物支付。相对于传统法币支付而言，移动支付更加安全便捷，能够显著促进商业

贸易并影响宏观经济（Beck et al.， 2018）。数字化的购物支付方式不仅降低了商品价格和消费成本，

还能够让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轻松筛选和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Baik & Larson， 2023； Chun et 
al.， 2023）。

4. 工作与生产。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工作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效化。企业可以使

用各种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完成业务流程、数据处理、项目管理等各种工作任务（Acemoglu & Autor， 
2011）。Nordling（2023）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即辅助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博士后中的

使用状况，发现有 31% 的人经常使用 ChatGPT，其中有 17% 的人每天使用。ChatGPT 极大地提升

了缺乏写作技能或写作经验不足的员工的能力，使其能够完成与写作水平更高的同事质量相当的工

作，它可以帮助缩小员工之间写作能力的差距。平均而言，选择使用  ChatGPT 的人完成任务所需的

时间减少了  40%，并且完成质量比不使用它的参与者高出  18%（Noy & Zhang，2023）。

（三）行为数字从众

行为数字从众指经济主体在数字经济中受到他人信息、评价和行为的影响而倾向于与他人保持

一致的行为。在传统经济中，个人的决策受限于有限的信息和相对独立的决策过程，虽然社会影响

存在，但其传播范围和速度相对有限。然而在数字环境下，信息获取和社交传播突破了物理空间的

限制，导致行为数字从众现象显著增加。行为数字从众的原因和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交网络强化效应。社交网络在数字时代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了我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渠道。个体不

仅更加依赖社交网络，也更容易受社交网络的影响。GWI（2021）调查发现，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都

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用户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约两个半小时。在社交网络和在线交流平

台中，用户可以观察到大量他人的评价、意见和行为选择。这些网络信息会对个体的决策产生影响，

并使个体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Bailey et al.（2022）研究发现，当朋友将新手机展示在社交媒体上

时，用户可能被激发出想要与朋友保持一致的愿望，从而购买同一品牌的手机。这种模仿行为说明

社交网络强化了从众效应。

2. 虚拟社会社交认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社交媒

体，个体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的生活、情感和思考，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自

己的形象和寻求身份认同。Braghieri et al.（2022）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数字平台上发布的文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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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频等内容，不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更是为了寻求他人的认同和赞许。通

过社交媒体的互动功能，如点赞、评论和分享等，个体可以获得荣誉感和社会认可，从而增强自信心

和自尊心。在虚拟社会中，个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交认同，有时会选择与有影响力的主流观点保持

一致。He & Song（2023）研究指出，这种行为可能与个体的心理需求有关，即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

和赞许，而选择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Bursztyn et al.（2020）研究发现，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通过网络媒体煽动公民的仇外情绪，从而获得了一定的社交认同。这种行为

不仅影响了选举的走向，也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3. 信息过载和选择困难。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提升。社

交媒体、新闻网站和在线评论等平台为个体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人们可以轻松地获取各种类型的信

息（Fabregas et al.，2019）。但是当个体面对大量的信息时，他们可能会感到认知负荷过大，并且难以

分辨信息的真伪和重要性。Pew Research Center（2014）研究发现，随着社交媒体等在线平台的普及

和广泛使用，人们在海量信息、个性化推荐算法、信息分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很难获得完整和客

观的信息，也难以对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评价。这导致人们缺乏自己的判断，更倾向于模仿他人

的行为做出选择。

（四）行为数字加密

行为数字加密指经济主体利用数字技术对自己的行为和偏好进行加密保护，以避免被其他经济

主体获取和利用的行为（Acemoglu et al.， 2022）。行为数字加密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动的、有目的的、有成本的行为选择。经济主体在数字经济中面临着自己的行为和偏好被

收集、分析、预测和操纵的风险（Acemoglu et al.， 2023）。因此，经济主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

观选择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数字加密和保护。Varian（2009）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友谊链

接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信息分享，而很多人愿意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以阻止平台、零售商、广告商

以及熟人访问他们的私人信息。Schilling & Uhlig（2019）提出，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比特币等加密货

币作为交易媒介，以保护个人隐私和权益，防止欺诈等不法交易行为的发生。

2. 动态的、非线性的、多维的行为选择。经济主体在数字经济中不会一成不变地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数字加密和保护，而会根据不同的情境、目标、期望和风险进行动态的、非线性的、多维的调整和

优化。Goldfarb & Tucker（2012）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于不同事物的隐私偏好可能存在差异。当面对

涉及金融和健康产品的个人问题时，消费者通常会更加重视保护隐私，以确保自己的敏感信息不被

泄露。但是，当面对一些非敏感领域的问题（例如针对电影的问题），消费者可能不会有同样的隐私

保护意识。Wenninger et al.（2019）研究发现，2018 年 Facebook 上的数据泄露事件导致数百万用户的

个人信息泄露，这一事件促使许多消费者重新评估他们与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一些消费者选择完

全放弃这些平台，而另一些消费者则利用这个机会调整了他们的隐私设置。

3. 复杂的、互动的、博弈的行为选择。经济主体在数字经济中不是孤立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数

字加密和保护，而是与其他经济主体或平台进行复杂的、互动的、博弈的交易和合作。Lee et al.
（2013）研究发现，用户虽然意识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个人信息有潜在风险，但他们仍愿意主动透露

信息。这是因为用户被预期利益所吸引，会主动调整共享信息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预期收益和

风险都会影响用户的共享意愿，但预期收益的影响更大。用户在决定是否共享个人信息时，他们更

看重可能获得的利益，而对风险的考虑则较少。当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程度很高时，即使该

平台存在隐私风险问题，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参与度仍可能提高。

三、数字技术赋予经济主体决策制定的新范式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经济主体提供强有力的辅助，帮助他

们优化决策过程和结果。许多文献关注了数字技术对经济主体决策制定的影响，探讨了如何通过数

字技术来改进决策。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经济主体决策制定的新范式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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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决策支持的研究

大数据技术是数字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来源，更高效的数据

处理和分析方法，以及更精准的数据反馈和评估机制，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1.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指从不同的数据源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清洗、转

换、整合、压缩等操作，以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和价值。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可以使经济主体更好地了

解自己和他人的需求、偏好、行为等，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高效、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数据收

集算法可以将来自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的位置数据、网络搜索内容等拼接在一起，对个人搜索和购买

行为进行丰富的描述。企业利用计算机和算法分析数据，提高预测客户支付意愿和购买偏好的准

确度，为企业与客户之间进行个性化互动提供机会（Baik & Larson，2023）。Aridor et al.（2023）发现

数字追踪技术能够获取消费者偏好的潜在信息，企业可以利用数据分析为客户打造个性化购物

场景。

2. 情感分析。情感分析指通过文本、语音或图像等数据素材，识别和理解其中的情感信息，加深

对事件或对象背后情感态度的理解（Brynjolfsson et al.，2023）。大量学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经

济主体的情感状态和偏好，以便于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中的情感因素。 Jiang et al.
（2019）通过分析公司管理层在财务报表和电话会议中对公司业绩的描述和预期，构建了一种反映经

理人情绪的指数。研究发现，经理人情绪是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市场

和股票回报的变化。Kaniel et al.（2023）使用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方法分析了大量基金股票特征，发

现情绪与资金流动、基金动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这表明投资者情绪可以作为预测指标，帮助

投资者区分表现优异和表现不佳的基金，优化投资决策。

3. 文本挖掘。文本挖掘指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从海量文本信息中获取有用的行为模式

和消费数据（Florackis et al.，202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利用文本作为数据源，提取重要的经

济信息。Hoberg & Phillips（2016）使用网络爬虫和文本解析算法，对公司年度报告中的产品描述

文本进行分类，构建了一种基于产品相似性的新型行业分类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

了解市场竞争环境、洞察市场变化、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Hassan et al.（2019）利用电话会议的文

本，分别制作了公司层面的政治风险和气候变化风险指标。投资者利用这些风险指标，可以更好

地评估公司的未来收益和成本，以及了解公司如何应对政治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从而做出更

合理的投资决策。Cohen et al.（2020）使用文本分析方法，识别和量化了财务报告中的语言特征，

并发现财务报告语言的变化与公司未来运营情况有显著关联。这种分析方法为投资者提供了可

参考的信息，帮助他们预测企业未来的经营情况。Larsen（2021）使用大数据技术，对挪威过去 20
多年的商业报纸文章进行分类，并通过计算文章中的不确定性术语的使用频率来衡量文章所传达

的不确定性程度。研究发现，不同文章所传达的不确定性程度与经济因素有关，例如油价、货币政

策、政治和股市等。

（二）机器学习与决策预测的研究

1. 机器学习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解决问题和改善生活。通过分析和挖掘海量数据，机器学习算

法可以自动提取出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预测和决策，这种自动化的过程比传

统的人工决策更为高效、准确和可靠。Kleinberg et al.（2018）尝试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预测犯罪嫌疑

人的保释情况。研究发现，机器学习可以更加精确地识别高风险被告，改进法官的保释决策。在保

释率不变的情况下，机器学习可以使嫌疑人在保释期间的犯罪率降低 24.7%。对于消费者而言，机

器学习算法可以预测他们在不同领域的偏好并为其提供个性化建议。例如，智能家居系统可以自动

调节室内温度和环境，智能手机可以通过语音助手识别和执行用户的指令，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实现

自动驾驶以缓解驾驶员的长途驾车疲惫。此外，机器学习技术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获取知

识。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和自适应的教育系统，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学习进程，自动

调整课程内容和难度。这些算法推荐系统降低了搜索成本，帮助人们在众多市场中找到自己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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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并提升了产品服务质量（Yeomans et al.， 2019）。

2. 机器学习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制定决策和降低风险。机器学习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交易

等数据对个体财务进行评估，预测他们未来的支付和信贷能力，这可以帮助平台更好地对客户进行

分类和信用评级，提高数字金融的效率并降低违约风险。机器学习可以帮助企业设计更加智能化和

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的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例如，在数字平台中，机器学习优化了大量

的数据处理和决策过程，帮助平台实现精准推送（Baik & Larson， 2023）。Garratt & Van Oordt（2021）
根据数字支付平台的用户信息预测贷款违约情况，这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评估信用风险，提高

贷款的可获得性并减少坏账。机器学习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包括市场营销、供应链管

理、客户服务、财务决策等，但决策者需要明确决策的原因，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决策规则

（Athey，2017）。

（三）人工智能与决策优化的研究

1.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个体做出最优决策。随着机器学习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迅速

发展，许多决策开始由机器做出（Fumagalli et al.，2022）。但是在广泛的任务范围内，人工智能的能

力仍有限，人与人工智能合作是实现最优决策的关键。Gruber et al.（2020）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

作为决策支持工具，帮助专家评估风险和收益，制定更合理的保险政策，提高专家决策的质量和一致

性。Fedyk et al.（2022）提出，审计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加准确和全面地检查财务报表，发现潜在

的财务欺诈，提高审计的可信度和公信力。Back et al.（2023）研究发现，机器人顾问可以以较低的成

本扩大金融咨询服务的范围，帮助投资者改善个人投资决策。

2. 人工智能在生产、供应链等领域的优化应用。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分析生产

数据，实现生产计划和自动化控制的优化，使生产线更加灵活（Graetz & Michaels， 2018）。企业根据

人工智能的建议调整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提升竞争力。员工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

可以提升工作技能和效率，减轻工作压力和负担（Brynjolfsson et al.， 2023）。在供应链领域，人工智

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物流和库存管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精准预测未来趋势。企业通过

人工智能的监控提高仓储和运输效率，并制定合理的库存和运输计划。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使供应

链中的供应商和客户实现更高效和便捷的交易与合作（Min， 2010）。在国际贸易领域，人工智能翻

译可以展示更全面和专业的产品信息，克服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语言障碍。消费者通过机器翻译获

得更多产品信息，可以提高自己购买决策的满意度（Brynjolfsson et al.， 2019）。

四、数字技术应用给经济主体决策带来的新问题

数字技术为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但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涉及数字鸿

沟、数字隐私和数字伦理等方面，需要学术界和社会共同关注并解决。

（一）数字鸿沟

数字化是现代人生活的必备条件，大多数人依赖数字通信技术进行日常沟通和信息获取。然

而，在数字化时代中，仍存在一些人因为地理位置、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技术设备所限，不能获得数

字链接或缺少数字素养，无法享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全部益处，造成信息落差及不平等

加剧的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对人们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

1. 信息获取偏差。数字鸿沟的出现是因为一部分人无法获得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信息和机会。

这可能导致信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进而影响个人的态度、信念和行为。Liang & Guo（2015）研究发

现，没有互联网的家庭更依赖于周围的人、亲友或社区的投资信息，而有互联网的家庭可以获取更多

和更可靠的投资信息。Mumporeze & Prieler（2017）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性别数字鸿沟的问题。这

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取信息，让女性失去与男性平等的信息资源和机会，限制了女性在教育、经

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数字鸿沟还会加深城乡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剥夺农村居民在教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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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等方面的机会。

2. 消费行为。数字鸿沟影响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数字技术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

信息和选择，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的福利（Jeziorski & Segal， 2015）。但数字技术也可能导致

消费者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好的变化，如过度信任在线评价（Reimers & Waldfogel， 2021）、受到数

字营销的影响（Baik & Larson， 2023）等。Ma et al.（2020）调查发现，数字技术改变了家庭的消费模

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中产家庭更倾向于通过数字平台购买非耐用商品（如杂货）。贫穷家庭由

于缺乏数字技能，难以利用互联网获取有用的信息和服务。他们更喜欢使用传统的消费方式，如购

物中心和超市。这可能让他们错过节省金钱和获得补贴的机会（Philip et al.， 2017）。

3. 教育行为。数字鸿沟加剧人们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不平等。数字技术可以给教育带来更

多的资源和服务，推动教育的创新和个性化发展。但数字技术也可能导致教育的不平等，造成教育

的分化和隔离，降低教育的效果和效率。例如，发达国家的儿童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优质的教育资

源，而欠发达国家的儿童则因为缺乏数字技术和设备而无法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这会使他们在学

习上落后于其他儿童。这种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导致教育层次的不平衡（Malamud et 
al.， 2019）。数字鸿沟还会形成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差距，影响他们的教育方式和效果。一些教

育者和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提高技能等。而另一些教育者和

学习者则可能面临数字技术的冲击和风险，如信息过载、网络成瘾、知识碎片化等。Allcott et al.
（2022）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更倾

向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

4. 社会行为。数字鸿沟影响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数字技术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交

流和合作机会，提高社会的开放和包容水平，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信任（Fabregas et al.， 2019）。但

数字技术也可能加深社会的不平等，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排斥，造成社会的极化和对立，削弱社会的团

结和共识（Genicot，2022）。例如，社交媒体会形成“回音室”效应，使得个人更容易接触到符合自己

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或排斥不同观点的信息，这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抗（Bail et al.， 2018）。数

字鸿沟还会造成一些群体无法充分参与社会活动。Friemel（2016）根据瑞士的一项有代表性的调查

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存在明显的年龄不均衡现象。一些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缺乏数字技能

或设备，无法使用互联网，这使得他们无法享受互联网提供的社交联系、医疗健康、金融咨询等服务。

（二）数字隐私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和交易变得更加广泛和便捷（Beraja et al.， 2023）。

个人数据不仅是一种信息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可以为个人和社会带来诸多好处。例如，提供更

多的信息和选择（Braghieri et al.， 2022）、降低交易成本（Baik & Larson， 2023）和增加消费者福利

（Ichihashi， 2020）。然而，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和交易也存在着诸多的隐私问题，包括侵犯隐私、不

公平竞争、行为操纵和隐私保护等（Acemoglu， 2021）。

1. 侵犯隐私。个人数据是一种私有财产，包含了个人的身份、偏好、行为等敏感信息。个人数据

的泄露和滥用可能会损害个人的名誉、安全和自由（Acemoglu et al.， 2022）。许多个人在使用数字

技术时不知道自己的数据被收集和使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机会来保护自己的数据（Aridor et 
al.， 2023）。数字平台通过隐私政策、用户协议等方式，获取用户的数据使用权，但这些文本往往过

于复杂和模糊，用户很难理解和应对。数字平台还会利用用户的行为偏差，如超额自信、延迟折扣、

损失厌恶等，诱导用户放弃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以换取一些短期的利益（Acquisti et al.， 2016）。

Ichihashi（2020）研究发现，数字平台通过隐私保护政策增强用户安全感，鼓励用户在早期生成完整信

息。用户在感到自身被保护的情况下往往不太注重管理风险行为，进而减少了隐私保护。平台通过

逐步降低隐私保护的级别收集信息，增加未来利润。数字平台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使

其能够通过价格歧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Bonatti & Cisternas， 2020）。

2. 不公平竞争。数据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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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集和使用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价值。然而，数据的分布和流动并不平衡，导

致一些企业处于数据的垄断地位，压制其他企业的发展。De Corniere & Taylor（2020）研究发现，拥

有大量数据的平台可以收取更高的广告费用，从弱势用户中获得更多价值。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还

可能拒绝向其他公司提供数据访问、签署独家合同和交叉使用协议。Bergemann & Bonatti（2015）
指出，广告商可以通过用户点击广告获取用户相关信息，但平台可能会选择性地限制广告商对用户

信息进行访问，例如降低用户信息的精度，以便出售更多的数据并赚取更大的利润。此外，企业为

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往往会向不同的买方出售不同版本的信息，防止信息价值的稀释。那些拥有真

实数据的企业会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规模进行投资，进一步巩固市场垄断地位（Eeckhout & 
Veldkamp， 2022）。

3. 行为操纵。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和算法预测影响用户的行为和偏好，并采取操纵性的营销策

略。这些策略可能会损害用户福利，扰乱市场的竞争和降低产品的质量，甚至威胁用户的自由和权

利（Acemoglu et al.， 2023）。企业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偏好、收入和地理位置等，向

他们推送定制的广告，诱导他们购买其不需要或不想要的产品。线上购物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搜索历

史和购物记录，推测用户是否怀孕，然后向用户推荐婴儿用品的广告（De Corniere & De Nijs， 2016）。

流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来推断用户的偏好，向他们推送更加令人上瘾的视频或新闻，促使用户在平台

上停留更长的时间，提高平台收益（Braghieri et al.，2022）。支付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针对每位用户

制定低门槛和高额度的虚拟货币信用，通过个性化的广告推荐诱导年轻人透支信用和过早负债。支

付平台也会在利益的驱使下放大金融杠杆，这会加剧金融市场风险，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扰乱市场和金融秩序。

4.隐私保护。隐私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的共同利益（Garratt & Van Oordt， 2021）。但是，目

前全球没有一个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管理标准和框架，各国的隐私保护法存在很多的差异和冲突。例

如，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严格和全面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规之一。该法规赋予用户个

人数据的所有权，规定了数据处理者和控制者要遵循一系列的原则和义务，比如透明性、最小化、合法

性、目的限制等（Aridor et al.， 2023）。然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或

者没有足够的法律支撑和监管力度，导致个人数据的保护和管理存在漏洞和风险（Puaschunder，
2021）。更重要的是，个体不仅对自己数据的价值和风险认识不够，而且缺少隐私保护意识和手段

（Acquisti et al.，2015）。

（三）数字伦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预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减少认知和行为的偏差，

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然而，数字技术也带来了许多道德和伦理的挑战。

1. 算法偏见。算法可以帮助人类处理大量的信息，提供更快速且更准确的结果。然而，算法也

可能存在偏见和歧视，导致不公平和不正义的后果（Cowgill & Tucker， 2020）。首先，算法的输入数

据可能存在偏见。如果算法使用的数据来自有偏见或歧视的人类行为或制度，那么算法可能会复制

或放大这些偏见或歧视。例如，美国的警察和法律系统通常被认为对某些群体有偏见（Bigman et 
al.， 2021）。这不仅可能助长持续的偏见和歧视，而且可能通过类似于法律的信号作用，在社会中更

深入地强化这些偏见；其次，算法设计存在偏见。算法的设计者可能会选择或忽略某些变量、指标、

权重等，以达到某些预期的效果或利益。例如，在谷歌上搜索某些种族的名字会出现保释金或犯罪

记录检查等广告，这对特定人群可能会产生“种族歧视”的诽谤联想（Srinivasan & Sarial‑Abi， 2021）；

最后，算法应用存在偏见。算法的应用者可能会修改或篡改算法的输入数据或输出结果，以偏袒特

定群体或歧视其他群体，或者为此达到某些私利或目的。  Cowgill & Tucker（2020）通过考察亚马逊

招聘平台算法的公平性发现，算法正在提高和巩固男性在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Fuster et al.（2022）
使用机器学习预测贷款违约发现，黑人和西班牙裔借款人在使用机器学习模型时获益的可能性非常

低，机器学习技术扩大了种族群体之间的利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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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主决策。数字技术的自主化和智能化使得一些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做出自主决策。这意味

着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规则自行选择和执行最优的行动，而不需要人类的干预或

监督。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提高效率、减少错误、节省成本等（Brynjolfsson et al.， 2023）。

但这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例如责任不清、透明度不足、安全性不高等。首先，责任分配问题。当人

工智能系统做出的自主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会危害生命时，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是人工智

能系统本身还是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等？在汽车自动驾驶领域，Awad 
et al.（2020）研究发现，人机共同控制的车辆中，如果两个驾驶员都出了错，人们会减轻对机器的责

备。这说明公众对自动驾驶汽车中发生故障的人工智能部件反应不充分。但是，在完全自动驾驶

状态下如何划分责任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其次，透明度保障问题。当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自主决

策不清楚或不可解释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和接受度降低，或者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

产生怀疑或反对。Yeomans et al.（2019）研究发现，虽然计算机推荐系统比人类推荐系统在很多方

面更具有优势，但人们不愿意依赖这些推荐系统。主要原因是算法推荐系统是在后台运行的，人们

没有办法理解算法的推荐过程。最后，安全性问题。当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自主决策出现偏差或

错误时，这可能给用户和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和后果。Srinivasan & Sarial‑Abi（2021）研究发现，许

多品牌开始使用算法进行决策，但是算法失败的频率正在提高。这会破坏消费者对品牌价值观的

期望，从而引发品牌危机。

3. 就业替代。随着机器人和其他计算机辅助技术的进步，许多人类的工作被它们取代，这对劳

动力市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工业机器人尤其如此，它们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被广泛应用，并替

代许多人类的工作（Acemoglu， 2021）。一方面，不同的行业或职业受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影响程

度不同。那些简单、重复或低技能的工作更容易被替代，而那些复杂、创新或高技能的工作更难被替

代。Acemoglu & Restrepo（2020）对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企

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会减少当地就业机会和降低工资水平。当机器人在一个行业的普及率越高时，

对当地就业的影响就越大。Eloundou et al.（2023）以 GPT-4 为例研究了大型语言模型对美国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职业层面上大约 80% 的工作会受到 GPT-4 的影响，约 19% 的工

作中的一半任务可以由 GPT-4 来完成；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群体受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影响程

度也不同。那些经济发达、技术先进或人口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引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而那些经济

落后、技术落后或人口稀少的地区更难引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utor & Dorn（2013）研究发现，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改变了企业的用工方式和需求，加剧了美国的地区不平等，导致一些城市和

地区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而另一些城市和地区的就业和收入下降。

五、展望与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与智能时代的转折点上。数字行为经济学作为

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对于分析和理解数字变革过程，引导政策制定和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数字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趋势和前景

1. 数字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学科。它能够揭示人类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环

境下行为决策的规律和机制，为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现有文献研究发

现，数字技术在很多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偏见并提高决策效率。但目前的算法在有些情况下可能

会失败，而人们很难应对算法失败所造成的危机（Srinivasan & Sarial‑Abi，2021）。未来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索数字技术中决策预测模型的优化，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和

模式。

2. 数字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跨领域和多场景的应用学科。它能够与其他学科和领域进行有效

的对话合作，为人们理解人类行为、优化社会管理和创造智慧社会等方面带来新的思路。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拓展数字行为经济学的跨学科和跨领域范围，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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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3. 数字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具有社会责任和伦理意识的学科。它能够关注数字技术对人类福利

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为保护数据主体的权益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道德指引。现有文献研究

发现，数字技术对人类数据的安全、隐私和伦理产生了挑战，然而目前的制度并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Puaschunder， 2021）。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行为设计、法律规制和技术保护来减轻这

些负面影响，为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更加公正、透明和可信的环境。

（二）数字行为经济学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1. 数字行为经济的意识形态分离问题。经济主体在数字环境中的群体效应使得他们的行为更

加具有模仿、顺从、依赖性质。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经济主体往往会接触到更多与自身观点一

致的信息，使得他们与不同或相反的观点隔离开来（Bail et al.， 2018）。未来研究需要深入分析数字

技术的群体信息和群体行为，探讨如何平衡数字技术的协同性和多样性， 如何提高经济主体的数字

独立和数字创造，如何促进经济主体的数字竞争和数字合作等。

2. 数字行为经济的透明度与安全性问题。经济主体在数字环境下受到数字技术的加密保护，

使得其行为更加安全、私密、自由，但同时也可能面临透明度和安全性的挑战，即对数字技术的不

了解、不信任、不满意等（Athey， 2017）。Gandal et al.（2018）提出，加密货币不需要传统金融体系

中的中央机构（如中央银行或政府机构）来验证和结算交易，而是借助密码学来控制交易和管理

货币供应量。这使得加密货币更加分散和去中心化，也为某些经济主体提供了绕过传统金融体

系的途径。未来研究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数字加密技术和加密行为，以及如何通

过提高数字透明度、保障数字安全性、建立数字责任等方式，有效规范地监督数字技术的应用和

推广问题。

3. 数字行为经济的数字成瘾问题。经济主体在数字经济中的行为变得更加频繁、快速、方便、

多样，但同时也可能面临数字成瘾的风险，表现为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沉迷。例如，短视频

平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以及游戏公司基于大数据的各种推介活动，可能会诱导用户过度

沉迷于网络平台和虚拟世界。数字成瘾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理性和效率，甚至损害自身和他人

的利益（Allcott et al.， 2022）。未来研究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探索数字成瘾的形成机制、

影响因素、表现形式、后果效应等，以及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数字环境，有效预防和治理数字成瘾

问题。

4. 数字行为经济的实体效益评估问题。数字技术为行为经济学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多样的场

景，但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数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数字行为经济的实体效益有

多大，数字行为经济应用的可行性、合理性、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推广的可接受性、可信度、可操作

性等问题。因此，如何设计实施有效的行为干预，如何评估监督干预的效果，如何考虑平衡干预的利

益和成本，都是需要行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三）数字行为经济学在政策制定和经济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也可以为中国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与启示。我国正处于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用新的思

维和新的手段来解决。这为数字行为经济学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1. 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保障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防范经济风险、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手段。我国积极推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手段，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数字行为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深入挖掘，揭示经

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偏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精确的信息和预测，有助于设计更有效的政策，提高

政策的精准性和执行效果。

2.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我国目前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

我国目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和创新。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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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趋势，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缓解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能

力。例如，在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上，政府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根据老年人的个性化需

求，精准制定社会老龄化政策。

3. 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是新的时代特征，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

的重点领域。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传统

产业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同时促进数字化新产业的成长和

发展。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提供理论支持，帮助决策者深入了解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需求转

变的趋势，从而制定相应政策，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4. 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中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工业

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但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监

管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市场存在假冒伪劣商品和商家发布虚

假广告等。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了解消费者行为以及产品市场的销售数据，帮助政

府及时发现问题和风险，加强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监管。

综上所述，数字行为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和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通过深入研究和应

用数字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新挑战，推动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社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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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XI Mingming and LI 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China)

Summ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originated from the challenge to the rational man hypothesis in economics， with 
early studies primarily focus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biases of individual behaviors.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found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people’s economic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giving rise to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proposed by Puaschunder （2021），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latest studies on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supplementing 
and improving its research framework to help scholars broaden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e first pa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It is an interdis‑
ciplinary field tha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and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people’s economic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It examines how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s people’s behavior and utilizes digital technology to address 
human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It also involves multiple areas such a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finance， gover‑
nance， labor markets， healthcare， and smart management， demonstrating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tech‑
nology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second pa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ew patterns of digital economic behavior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economic behavior. These include digital behavior propulsion， where digital platforms， companies， and politicians use 
user interface design to influence people’s choices and behavior； digital behavior dependence， where people rely on digital 
technology to fulfill their needs fo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mmunication， shopping， and work； digital behavior 
conformity， where economic agents are more easi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formation， evaluations， and behavior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and digital behavior encryption， where economic agents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tect their 
behaviors and preferences， avoiding being acquired and utilized by others.

In the third pa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ew decision-making paradigms granted to economic agents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is includes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in decision optimization using 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enhances scientificity，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improves business processes， and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bringing about new decision-making paradigms for 
economic agents.

In the fourth pa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ew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economic agents. These problems includ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ias， and disparities in 
consumption behavior， educational behavior and social behavior caused by the digital divide； personal data privacy 
infringement，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manipulat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dilemmas related to digital privacy； and 
the ethical and moral issues of algorithmic bias，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and job displacement with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thics. These challenges and issues need to be carefully addressed to ensure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in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of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As an 
emerging field of study， digital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important applied value for analyz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guiding policy‑making and economic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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